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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 
民族认同建构 

陈 日 华

摘  要：英国古物研究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英国的传播。随着宗教改

革的进行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古物学家的研究逐渐深入与聚焦。在脱离中世纪

民族起源神话之后，古物学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英国民族认同

的建构。古物学家界定了英国文明的日耳曼特征，释读了古英语，重新评估了

基督教因素。古物研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考证与复原，古物学家也不是脱离时

代的老学究，近代早期古物研究运动与英国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民

族性与时代性。

关键词：近代早期  英国  古物学家  民族国家  方志

在阴冷潮湿的书斋中，在昏暗闪烁的灯光下，有这样一批人埋头于发黄且残缺

不全的古籍之中，默默地研读古代的文献手稿；或者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风餐

露宿，孤独地探寻衰落的修道院，辨别残破的墓碑与模糊不清的碑文和墓志铭。这

批人就是近代早期英国古物学家（Antiquarian 或 Antiquary，也被译为“博古学家”

或“古文物学家”）。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这些古物学家性格刻板顽固，不食人间烟

火，沉迷于古代书稿、碑文、墓志铭以及历史遗迹，似乎是脱离时代的老学究。早

在 17 世纪上半叶，约翰·厄尔主教就以诙谐幽默且刻薄的笔法，生动形象地描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18 世纪英国地方志研究”（17BSS031）、南京大学

文科“双一流”项目“英国史地方文献研究”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外审专家提出的宝

贵修改意见，感谢侯建新教授和陈晓律教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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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A古物学家的形象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16、17 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历史

事件，这是英国从封建领主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代。在这一特殊社会转型

期，英国人需要重新认知与界定自己的族群属性与宗教信仰，英国知识界需要探讨

近代早期英国文明的构成因素尤其是核心要素。古物学家对此并不是消极应对，而

是自觉参与其中。根据罗伯特·默顿的统计，17 世纪时，英国历史学者（指古物

学家与纹章学家）的数量有所波动，到该世纪末则略微上升，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研

究兴趣的增强。B

英国文明是次生的混合文明，主要来源于三大要素：古典文明、古代日耳曼

传统和基督教。C然而，刚刚走出中世纪的英国知识界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与理

解，且民族国家的形态也不成熟，因此，古物学家只能在方志编修的基础上，通

过辨析各种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形成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格雷厄姆·帕瑞称

17世纪的古物学家为“时代的纪念品”，D�这一说法非常贴切。本文在梳理学界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E�以古物学家的著作为切入点，阐述古物学家如何参与建构英国

人的民族认同。

 A   参见 John Earle, Microcosmography, Bristol: W. Crofton Hemmons, 1897, pp. 20-22.
 B   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Osiris, Vol. 4, 1938, pp. 382, 394, 396.
 C   参见侯建新：《资本主义起源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第 129 页。

 D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58-366.
 E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有关古物学家生平介绍与作品的整

理，如 William Huddesford, ed., The Lives of Those Eminent Antiquari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772. 二 是 对 古 物 学 家 个 案 的 研 究， 如 Retha M. Warnicke, William 
Lambarde Elizabethan Antiquary 1536-1601, London and Chichester: Phillimore, 1973; 
Wyman H. Herendeen, William Camden,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三是对古物

学家概述性的研究，如 H. B. Walters, The English Antiquaries of the Sixteenth,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Edward Walters, 1934; T. D. 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London: Methuen, 1950; Joan Evans, 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Rosemary Sweet, Antiquaries: 
The Discovery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Hambledon 
and London Ltd., 2004. 在考古学领域，主要是概述性介绍，如 Glyn Daniel,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6-25.

国内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以介绍性成果为主，缺乏系统与深度的探讨，可参见陈日华：

《回顾英国古物研究源起》，《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 年 12 月 28 日，第 5 版；朱晶进：《文

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博学好古研究与民族史书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

孙超：《民族起源神话与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世界历史》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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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物研究的兴起

英国古物研究兴起的最初背景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不列颠的传播与发展。A

文艺复兴运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史的真实性。中世纪不列颠历史叙事框架来

源于 12 世纪蒙茅斯的杰佛里（Geoffrey�of�Monmouth）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

（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该书认为，不列颠的历史起源于特洛伊王子布鲁图

斯。B从这时开始，英国知识界就着迷于有关布鲁图斯的故事，人们相信他是不列

颠的第一个国王。虽然不断有人提出质疑，但是上述说法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上半

叶。直到意大利人波利多尔·维吉尔的《英国史》问世，情况才发生根本改变。维

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蒙茅斯的杰佛里有关布鲁图斯的故事都是伪造的历史，因为

最初的文献都没有这些记载。从史学史角度说，维吉尔的观点在不列颠历史编纂中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亨利·埃利斯指出：“不管怎么样，读者们会发现，他的热情

与努力是希望写作一部信史。对地方的描述、对史实和结论的谨慎等都表明，不论

在辨别能力还是取得的成就方面，波利多尔·维吉尔都是超越他那个年代的历史学

家。”C但是，这本著作的历史观、发表的时机以及维吉尔的意大利人身份，使得英

国知识界产生了不小震动，因为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人接受的是一脉相传的历史意

识，日积月累而成为民族记忆。因此，时人认为维吉尔“丧失了理智”。D格雷厄

姆·帕瑞也指出：“不列颠历史层累的传说神话故事不易被摒弃，因为它们已被人们

接受很长时间，而且已成为民族意识与观念的一个部分。”E维吉尔的《英国史》撕

开了中世纪神话传说与近代史学之间的缝隙，正如柯林武德所说：“中世纪结束时，

欧洲思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历史研究进行一番崭新的重新定向……这场新运

动的积极成果，首先见之于大举清除中世纪历史编纂学中一切幻想的和毫无依据的�

内容。”F

英国的历史书写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神话传说之上，而应该建立在信史之上。

古物学家的研究以文献手稿为基础，重视实地调查，并利用实物与考古材料。古物

 A   Lucy Toulmin Smith, ed., The Itinerary of John Leland, Vol. I,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07, introduction, p. 7.

 B   蒙茅斯的杰佛里：《不列颠诸王史》，陈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0 页。

 C   Henry Ellis, ed.,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Vol. I,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46, 
preface, p. 10.

 D   Henry Ellis, ed.,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Vol. I, preface, p. 10.
 E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9.
 F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99—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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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威廉·坎姆登的研究注重田野调查和收集考古实物，如石碑、石刻、钱币等，

以此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与佐证。威廉·坎姆登写道：“我曾经游历几乎整个英国，

向郡中的博学人士咨询。我勤勉地阅读了国内的许多著作，还包括那些希腊文与拉

丁文著作，只要它们的内容与标题涉及不列颠。我也查阅了王国的公共档案、教会

登记簿、图书馆资料、法案法令以及教会和城市的纪念碑等。”A这体现了该时期英

国史学研究经历了从神话传说到实证研究的转变，即从单纯的文本书籍研究，转向

对实物资料的关注，并与文献资料相对照。为了写作《不列颠尼亚》，1578 年，威

廉·坎姆登游历了萨福克和诺福克，1582 年来到约克郡与兰开夏，收集有关罗马

不列颠历史的相关材料。B1600 年，威廉·坎姆登与罗伯特·库顿一同游历英格

兰北部地区，勘查罗马哈德良长城周围地区，寻访罗马历史的遗迹，收集石碑、钱

币以及雕塑等。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古物学研究的内容也逐渐发

生变化，即为英国国教的正当性与纯洁性辩护，并阐述英国民族的日耳曼属性。封

建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化的社会，人们的认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信

仰，罗马教廷与教皇对英国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绝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从出生到去

世都与教会密切相关。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成立民

族的教会。如何阐述与论证宗教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英国知识界特别是古

物学家面临的迫切现实课题，即英格兰民族为什么选择国教，如何看待解散修道

院。二是领主权认同，封建时代的英国民众不是处于国王的统治下，就是处于某个

领主的统治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英国国王，在很多时候又是法国国王的

封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人们很难有明确的地域与族群认同。随着英法

“百年战争”（1337—1453）的爆发，常年的征战使得法国各地深受其害，而对英国

人来讲，跨海征战也是得不偿失。于是，普通人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渴望，就是建

立一个和平且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明确的地理疆域，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与

财产安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即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有着

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习惯，讲着相似的语言。“我们究竟属于哪个族群？”这是这一

时期英国人面临的认同困境。事实上，英国人的族群认同可以有多个选择，如不列

颠人、罗马人、日耳曼人、诺曼—法国人等，最终英国人选择了日耳曼人的族群认

同。这是因为，假如选择不列颠人认同，神话传说的历史无法支撑现实的需要；如

果选择罗马人认同，就处于罗马行省的尴尬境地，更与宗教改革的目的相背离；如

果选择诺曼—法国人认同，百年战争的创伤无法治愈。因此，日耳曼人认同是最佳

选择，而这又赶上一个极好的契机，即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在 15 世纪 50 年

 A   William Camden, Britannia, Vol. I, London, 1722, Mr. Camden’s Preface.
 B   Wyman H. Herendeen, William Camden,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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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古物学家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即 1586 年成立的“伊丽

莎白古物学会”（Elizabethan�Society�of�Antiquaries）。该学会的成员以律师、法学

家、方志史家和纹章官为主。他们通过交换手稿、文献、通信以及聚会与互访等活

动，交流研究心得和写作进展，互通学术信息，对英国的历史、法律、制度、宗教

等方面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从而促进了英国古物研究的发展。托马斯·赫恩写

道：“在伊丽莎白女王与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有这样一个学会，它由真正博学的

古物学家组成，这些学者经常聚会讨论学术问题……”A学会的成立适应了时代需

求，对英国古物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关注日耳曼因素

近代早期，英国古物研究最初关注于罗马因素。此后，在宗教改革运动和民族

国家形成过程中，英国古物研究从对罗马文明的仰慕与崇拜，逐渐转变为对日耳曼

因素（或者撒克逊因素）的关注。

作为罗马帝国昔日边陲行省的不列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公

元 5 世纪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后，罗马文明在不列颠还有多少残存，这是近代早期英

国古物学家首先关注的问题。众多的罗马作家如斯特拉博、塔西佗等，都或多或

少地记载了不列颠的情况，如道路、地名、河流、市场、集镇、营地、沟渠、墓

地、碑文、纪念碑等，这些历史与文明信息，由于时间的侵蚀，许多已经破碎模糊

而辨认不清了。文艺复兴运动研究的就是这些古典文明的残存，因此“博学好古

（antiquarianism）是文艺复兴运动为知识带来的新发展方向之一”。B�罗马因素成

为英国古物学家早期研究的兴趣点，这说明此时英国知识界深受欧洲文艺复兴思潮

的影响，对于不列颠的民族属性与族群特征缺乏深刻思考，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处于

自发阶段，而不是自觉阶段。

随着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英国学者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受文艺

复兴的熏陶，对罗马文明敬仰敬畏；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又是日耳曼人的一

支，他们又在思考自身民族的特性。在近代之前，罗马文明辉煌灿烂，照耀着欧

洲大地，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欧洲学者不会特别关注那些曾经处于野蛮状态的日

耳曼人。转变发生在 15 世纪中叶。1455 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塔西

 A   Thomas Hearne, A Collection of Curious Discourses Written by Eminent Antiquaries, Vol. I, 
London, 1773, Mr. Hearne’s preface to the former edition, p. 12.

 B   刘易斯·爱因斯坦：《英格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朱晶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9 年，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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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塔西佗在该书中对日耳曼人的血统与品质大加赞美：“我

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洁

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

处的人”；A“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

诱。”B塔西佗这样描写，是因为他对罗马社会盛行的奢靡享乐之风深恶痛绝，希望

通过对日耳曼人的描写给罗马人树立一个榜样，这客观上为不列颠学者重新评价撒

克逊因素提供了契机。同时，在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英国人逐渐摆

脱罗马教皇和教廷的控制，他们谴责教廷的堕落与腐化，反对教廷对英国的盘剥与

压榨。由此，英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作为“日耳曼民族”的英国历史，关注撒克逊人

在英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的研究，在 16 世纪是一个并行的过程，只有到了 17 世

纪，日耳曼因素的研究才逐渐占据优势。威廉·坎姆登属于早期“转型派”。由于

接受过较好的古典文化熏陶，威廉·坎姆登最初从罗马帝国文明的视角界定英国文

化，对英国古物进行探究，如格雷厄姆·帕瑞所言：威廉·坎姆登最初写作《不列

颠尼亚》时，就是打算把不列颠描述为罗马的一个行省。C威廉·坎姆登非常热

衷不列颠的罗马遗迹，他游历了不列颠许多地方。再加上他熟悉几乎所有有关不

列颠的古典文本，懂得词源学知识，因此罗马不列颠的古物成为他早期研究的重

点，这也代表了当时英国学术研究的方向。但随着研究与写作的深入，他逐渐意识

到不列颠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由此修正了认识视角。《不列颠尼亚》一书早期版本

很少涉及撒克逊因素，在该书总论部分，有关罗马不列颠的内容约是撒克逊不列颠

内容的四倍。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列颠尼亚》后来的版本更多地关注撒克逊因素。

1605 年，威廉·坎姆登出版的《不列颠遗迹》一书显示出他更注重撒克逊因素的

研究。D当安妮王后 1619 年去世时，威廉·坎姆登称颂安妮王后，不是因为她是

不列颠的王后，而是因为她的哥特人与汪达尔人血统。E

另一个突出日耳曼因素的学派是早期的“撒克逊主义派”（Saxonist）。1568
年，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出版了《圣经》（俗称《主教

圣经》）。1571 年他出版了用古英语方言西撒克逊语写的福音书，并使用特别的盎

格鲁—撒克逊字体印刷。肯特郡乡绅古物学家与方志史家威廉·兰巴德在马修·帕

克的帮助下，编辑并翻译出版了《撒克逊法律汇编》（Archaionomia）。随着欧洲民

 A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48 页。

 B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 56 页。

 C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3.
 D   William Camden, Remains Concerning Britain, London: John Russell Smith, 1870, pp. 14-16.
 E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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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的形成，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当民族认同开始超越并且取代领主

认同时，研究者激发出探寻本民族历史伟大与荣耀的兴趣。威廉·兰巴德不仅赞颂

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遗产，同时又贬低其他族群的历史。威廉·兰巴德对撒

克逊因素的强调，还体现在他 1576 年出版的《肯特郡志》，该书是近代英国第一部

方志。肯特郡原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七国时代”肯特王国的旧地，历史悠久。

虽说是方志，主要记载肯特郡的历史、人文、风俗、地理等信息，但是该书一开始

就介绍了撒克逊语的字母，以及所对应的现代字母。随后附有一张“七国时代”地

图，并对该地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该书主体部分介绍地名时，提到该地名在

撒克逊语中如何表述。

“撒克逊主义者”推崇西撒克逊国王阿尔弗雷德（849—899），这是因为阿尔

弗雷德充分意识到古英语的意义与价值，他组织人力将许多宗教、哲学以及历史等

方面的拉丁文书籍翻译为古英语。他还下令用古英语编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

史》，这是中世纪欧洲第一部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编年史，成为后世研究古英语以

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阿尔弗雷德在抵御丹麦人入侵时居功

至伟，因此，在英国民族认同建构的过程中，阿尔弗雷德大帝成为一个文化标志。

在《肯特郡志》一书中，威廉·兰巴德描述阿尔弗雷德在肯特郡抗击丹麦人的事

迹，表现了他对于这位撒克逊英雄的崇敬。A在马修·帕克的心目中，阿尔弗雷德

是撒克逊人的象征。约翰·斯皮尔曼也把阿尔弗雷德描写成一位明君，是英国君王

系谱的奠定者。B到 19 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阿尔弗雷德已经成为英国乃至欧

洲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一时期最为坚定的早期“撒克逊主义派”学者是理查德·维斯特根，他在撒

克逊史的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C牛津古物学家安东尼·伍德这样评价维斯特根：

“他是一位伟大的英国古物研究的复兴者，同时也是一位在撒克逊语言和哥特语言

研究领域中令人尊敬的批评者，值得纪念。”D但是，当时维斯特根并没有获得应

有的学术地位，究其原因，在于维斯特根较为特殊的人生经历及其天主教信仰。维

斯特根是来自低地国家的移民，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对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产

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信奉天主教，他受到迫害而流亡欧洲大陆。就英国古物研究而

言，维斯特根 1605 年撰写的《恢复衰退的智力》一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第一本

专门论述撒克逊人的书籍。在该书中，维斯特根开门见山地指出，英国人是日耳曼

 A   William Lambarde, A Perambulation of Kent, Trowbridge: Redwood Press, 1970, pp. 236-
237.

 B   John Spelman, The Life of Alfred the Great, Oxford, 1709, p. 1.
 C   T. D. 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p. 118.
 D   Anthony Wood, Athenae Oxonienses, Vol.  , London, 1815, p.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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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后裔。A因此，在称颂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时，维斯特根着重强调国王

的撒克逊血统，B而不再将詹姆斯的族谱追溯到阿瑟王一脉。维斯特根强调撒克逊

因素，认为它在英国民族特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伟大而光

荣的渊源，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伊莱恩·夏娜认为，该书是 17 世纪最重

要的两本古物研究著作之一，另一本是威廉·达格代尔（William�Dugdale）的《英

格兰修道院史》（Monasticon Anglicanum）。C总体看来，维斯特根的著作对于时

人重新认识英国历史中的撒克逊因素具有积极意义，他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后来亨利·斯皮尔曼的研究。此外，康沃尔郡古物学家与方志史家理查德·卡茹

（Richard�Carew）也在语言学特别是词源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英语语言的卓

越性》（The�Excellency�of�the�English�Tongue）一文认为，撒克逊人的语言是英国的

“自然语言”。D

近代早期以柯克等为代表的“普通法心智”学派，强调英国法律的古老性、不

可追忆性和连续性。这种独特的历史观在特定时期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经不起时间

与实践的检验，无法真正建构起英国民族的特质。事实上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出现了诸多王国法典，如肯特王国的《埃塞尔伯特法典》《洛西尔和埃德里克法典》

《威特雷德法典》，威塞克斯王国的《伊尼法典》《阿尔弗雷德法典》《爱德华法典》，

等等。E这些法典反映了日耳曼人在英国的生活与社会状况，而且与欧洲大陆用拉

丁文写成的法典不同，这一时期大多数英国法典是用古英语写成的。“没有迹象能

表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受到凯尔特法律的影响或其他从罗马占领不列颠时期流传

下来的法律的影响，而因基督教的传入所带来的罗马法对于这些法典具体条款的影

响也相对较少，尽管罗马的观念间接地得到一定的表现。”F这表明，盎格鲁—撒克

逊法律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更接近日耳曼人最初的习惯法，况且这些法律还存留下

来，弥足珍贵。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法强调团体主义下的个人，对于限制王权具有

重要价值。

此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与罗马法和教会法等法律体系不断交融，并历经诺

曼征服等各种曲折与磨难，逐渐成为英国普通法的基础，进而成为英国民族特质的

重要表现。由此，古物学家在建构英国民族特性时，首先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

 A   Richard Verstegan, A Restitution of Decayed Intelligence, Antwerp, 1605, p. 1.
 B   Richard Verstegan, A Restitution of Decayed Intelligence, To the Kings.
 C   Elaine Shiner, “Joseph Ames’s Typographical Antiquities and  the Antiquarian Traditi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Vol. 83, No. 4(October 2013),  
pp. 362-363.

 D   参见 William Camden, Remaines Concerning Britaine, pp. 42-51.
 E   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80—98 页。

 F   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第 97—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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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开始。1568 年威廉·兰巴德出版的《撒克逊法律汇编》一书，凝结了他对撒

克逊文化的深厚情感。该书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法律、拉丁译文、一封说明

信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习俗、诺曼入侵、威廉一世时期的法律等。威廉·兰巴德认

为，虽然经历诺曼征服，但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与习俗延续了下来，成为英国法

律的基础。因此，要理解英国社会的现状，研究撒克逊时期的法律非常重要。在威

廉·兰巴德看来，法律是保护民众非常重要的手段，普通法也是区别其他族群与国

家的重要特征。此后，古物学家亨利·斯皮尔曼爵士在 1626 年出版《考古词汇表》

（Glossarium Archaiologicum）一书的第一部分，这也是一部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法

律词汇的著作，该书剩余部分由威廉·达格代尔完成，并于 1664 年出版。斯皮尔

曼注重撒克逊因素的价值，强调英国法律的日耳曼特征，指出撒克逊人的生活方

式、习俗以及仪式等是普通法的基础。A亨利·斯皮尔曼也反对把普通法追溯到遥

远的神话时代，虽然色彩斑斓，却虚无缥缈，经不起历史检验。他认为，撒克逊法

是早期日耳曼法的一部分，与其他蛮族法律有相似之处。撒克逊法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撒克逊法不断改变，并吸收了其他因素。之所以出现以撒克

逊法律为切入点研究古英语的情况，是因为这一时期许多古物学家同时也是法学家

与律师，他们希望通过研究撒克逊法律来界定英国文明的特征。

三、古英语研究

古物学家特别是维斯特根的论述虽然振聋发聩，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即缺乏历

史文献的支撑，研究的实证性不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当时英国知识

界对古英语B的研究很薄弱。古英语由于历史久远，留下的文献很少，不易释读，

研究并掌握它具有很大难度。怀特·肯内特指出：“撒克逊语已经灭绝，有关撒克

逊语的作品如此稀少与难以发现，以致它需要研究者极大的勇气与耐心去尝试获取

有关它的知识。”C释读古英语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古英语存世文献稀

少；二是没有古英语字典与语法书；三是缺乏相应的手稿目录，研究者很难知晓研

 A   Henry Spelman, Of the Law Terms: A Discourse, London, 1684, pp. 77-78.
 B   古英语是指，从 5 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到 1066 年诺曼征服（或者更后

一段时间）之间，英国人所使用的语言。参见 Richard Hogg, An Introduction to Old 
Englis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to  readers, p. 8. 1066 年诺曼征服

之后，法语与拉丁语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官方语言，古英语文献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为知识界知晓。一直到 16 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英语才重新为英国学者解读与研究。

参见 John D. Niles, The Idea of Anglo-Saxon England 1066-1901,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 p. 77.

 C   William Somner, A Treatise of the Roman Ports and Forts in Kent, Oxford, 1693, pp.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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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入门路径；四是用古英语写成的诗歌与散文更加晦涩难懂，因为它们有特殊的

语法与用词。但是，这又是绕不过的，因为如果不懂得古英语，“何为英国”的研

究就失去了文献与语言基础。A释读古英语困难重重，但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如

以古英语注释的拉丁语文献，或者拉丁语文献被译为古英语。本尼狄克院规就有双

语版本，《圣经》中的赞美诗由古英语注释，此外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在 9 世

纪时就有古英语译本。可见，古文献与手稿等的收集至关重要。英国古物学家开始

整理并释读古英语，这与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相关。B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转

变过程中，研究中心从剑桥大学转向牛津大学。

古英语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古英语手稿的收集。马修·帕克在其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C以马修·帕克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收集、整理与研究古英语手

稿的学术共同体，有人称之为“帕克学术圈”（Parkerian�Scholarship）。D1566 年，

帕克出版了近代第一部古英语书籍《古物的见证》（A Testimonie of Antiquitie），为

了方便阅读，该书左边是古英语文本，右边是对应的近代英语文本。1568 年，在

帕克的支持与帮助下，威廉·兰巴德编辑出版《撒克逊法律汇编》,�该书是古英语—

拉丁语对译本。1571 年，约翰·福克斯（John�Foxe）（实际上是帕克负责）编辑出

版《四福音书》（Gospels of the Fower Evangelistes），这是古英语与近代英语的对照

版本。马修·帕克等人出版该书的目的是，证明在 1066 年之前，把《圣经》等译

为古英语早有先例，在宗教仪式中，教士使用英语也有先例。这实质上是为宗教改

革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E1574年，马修·帕克等人又编辑出版阿塞（Asser,�?—
909）的《阿尔弗雷德国王生平》（Life of King Alfred），该书强调阿尔弗雷德是一代

明君，都铎王朝的君主都是他的后裔。正是在马修·帕克等学者的努力下，古英语

研究才得以奠定初步基础。奈尔斯总结道：“早期的四本古英语书只有《撒克逊法

律汇编》值得学者研究，《阿尔弗雷德国王生平》存在很多错误，《古物的见证》与

《四福音书》是古英语的复制本，并增加了近代英语的翻译。《四福音书》为更多的

人所阅读，是因为福音书是大众熟悉的著作。”F1575 年马修·帕克去世后，他收

 A   帕特里克·格里指出，语言是族群的重要标志与特征。参见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

编：《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83 页。

 B   Eleanor N. Adams, Old English Scholarship in England from 1566-18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p. 11; Carl T. Berkhout and Milton McC. Gatch, eds., Anglo-Saxon 
Scholarship: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Boston: G. K. Hall, 1982, p. 1.

 C   Eleanor N. Adams, Old English Scholarship in England from 1566-1800, pp. 16-20.
 D   Benedict Scott Robinson, “‘Darke speech’：Matthew Parker and the Reforming of History,”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29, No. 4(Winter 1998);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2.

 E   John D. Niles, The Idea of Anglo-Saxon England 1066-1901, p. 61.
 F   John D. Niles, The Idea of Anglo-Saxon England 1066-1901,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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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手稿捐献给剑桥大学，因此，剑桥大学成为这一时期撒克逊研究的中心。

二是古英语词典的编纂。16�世纪古英语词典的代表作是《撒克逊法律汇编》，

该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古英语法律词汇表。为了推动盎格鲁—撒克逊研究，1638�
年，亨利·斯皮尔曼在剑桥大学设立盎格鲁—撒克逊研究讲席教职。1657 年，古

物学家威廉·萨姆纳得到该教职，为他的古英语研究提供了重要资助。A威廉·萨

姆纳既是坎特伯雷方志史家，也是重要的古物学家。1640�年，他出版《坎特伯雷

古物》（The Antiquities of Canterbury）一书，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

到掌握古英语的重要性。在其他古物学家的帮助之下，威廉·萨姆纳研究了撒克逊

时期的令状与法律文献。在著名的库顿图书馆，威廉·萨姆纳使用了两本古老的撒

克逊—拉丁文词汇表。B他发现维斯特根的《恢复衰退的智力》一书的词汇目录

最有帮助，于是对该书进行了注释，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1659�年，威廉·萨

姆纳编写完成《撒克逊—拉丁词典》，该书进一步完善了古英语研究。另一位对

撒克逊词典编纂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牛津大学撒克逊研究领军人物乔治·希

克斯（George�Hickes，1642-1715）。1689 年，乔治·希克斯出版《盎格鲁—撒克

逊语与密西哥特语语法原理》（Institutiones Grammaticae Anglo-Saxonicae et Moeso-
Gothicae）一书。1703—1705 年，他又出版《北欧古语言语法批评与考古字典》

（Linguarum veterum septentrionalium thesaurus grammatico-criticus et archæologicus）。
在该书中，希克斯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令状作为英国古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这

是对撒克逊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大卫·道格拉斯认为，《北欧古语言语法批评与

考古字典》是牛津撒克逊研究的巅峰之作。C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意

识到，令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由此，更多的研究者可以借助词典，深入

地进行古英语文献与手稿的研究工作。

三是古英语文献的翻译与经典著作的校对出版。16、17 世纪见证了撒克逊历

史著作的大量出版。1525年吉尔达斯（Gildas）的著作《哀诉不列颠的毁灭》出版，

1565 年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英译本出版（这是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的

第一个英译本）。1574 年阿塞的《阿尔弗雷德国王生平》出版，1508 年、1517 年

蒙茅斯的杰佛里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多次出版。D1644 年，剑桥大学盎格鲁—

撒克逊研究讲席教授亚伯拉罕·威尔洛克（Abraham�Wheelock）出版古英语—拉

丁语版本的《英吉利教会史》。此外，威尔洛克还根据库顿图书馆的手稿与剑桥大

学所藏的手稿，编辑出版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692 年，埃德蒙·吉本

 A   William Somner, A Treatise of the Roman Ports and Forts in Kent, pp. 72-73.
 B   Eleanor N. Adams, Old English Scholarship in England from 1566-1800, pp. 62-63.
 C   David C. Douglas, English Scholars,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43, p. 114.
 D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p.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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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Edmund�Gibson）编辑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新版本，将古英语翻译为

拉丁语，并增加了注释。与亚伯拉罕·威尔洛克编校的版本相比，埃德蒙·吉本

森的新版本更为全面翔实。1695 年，埃德蒙·吉本森编辑增订并出版 700 余页威

廉·坎姆登的《不列颠尼亚》，新版本体现了 17 世纪末期牛津学者对盎格鲁—撒

克逊语言以及撒克逊史的新理解，例如，对撒克逊时期地名的解读，比威廉·坎

姆登更准确。A

尽管剑桥学者对撒克逊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从 17 世纪后半叶开始，有关撒

克逊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牛津大学。B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与剑桥大学和牛津

大学的研究传统有着密切关系。自牛顿以降，剑桥大学的学术研究逐渐走上自然哲

学与自然科学的路径，古物学的经验研究与人文研究开始式微。与此同时，保守势

力强大的牛津大学，其学术脉络与理念更契合古物研究的范式。到�17�世纪末 18�世
纪初，英国古物学家终于完成了撒克逊时期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古英语释读。古英语

研究的意义不仅在语言学方面，而且事关英国古史的认识。例如，乔治·希克斯的

语言学研究，就影响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生活与文化的理解，对古英语的掌握与

精通，为生动理解整个古代英国打开了一扇门。C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掌握了古英

语语法之后，他们开始充满热情地追溯英国历史，这是 19 世纪“撒克逊主义”兴

起的学术基础。同时，古英语研究涉及比较语言学，通过比较与借鉴同属于日耳曼

语言分支的北欧语言，英国学者进一步加深了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认同。

四、重新认识基督教因素

建构英国民族认同，除了需要确定撒克逊族群属性外，还要重新认识英国的基

督教信仰，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评价宗教改革之前的英国教会；二是如何重

新认识修道院的价值。在血雨腥风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研究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首先是如何认识宗教改革之前的英国天主教。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既改变了英

国土地的所有权，更是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民众的宗教认同。1534 年亨利八世颁布

《至尊法案》，不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宣布建立英国国教，自己及继承人为英国

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宗教教义的最高权威。此后，虽然信仰问题

有所反复，但是国教还是最终确立下来。因此，如何认识之前的英国教会，就成为

摆在英国知识界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

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播比较复杂。早在罗马不列颠时，基督教就开始在英国

 A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339.
 B   David C. Douglas, English Scholars, p. 67;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334.
 C   David C. Douglas, English Scholars,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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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后，基督教在岛内逐渐销声匿迹，只是在威尔士地区继续

传播，后传入爱尔兰。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后，信仰的是自己的原始宗

教。6 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在位时，他派遣大批传教士到日耳曼各地区传教。公元

596 年，奥古斯丁到不列颠传道，开启了基督教在英国传播的新时代。A此后，诺

曼征服、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国王之间的纠纷以及教皇与国王之间的纷争，使得罗马

教廷与英国国王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虽然不是天主教

国家，但仍然是基督教国家。国王需要剥离的不是基督教信仰，而是罗马教廷与教

皇的控制。因此，古物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诺曼征服之前的英国教会是纯

洁的，与罗马教廷有关但又独立于罗马，特别是英国教会在宣传教义时使用本地语

言；B此后，由于教皇的堕落，英国教会才堕落，因此英国天主教需要改革。

古物学家罗伯特·库顿曾经计划写一本不列颠教会史，包括不列颠教会的起

源与发展，希望以此证明不列颠早期教会的独立性与活力。1571 年马修·帕克出

版了用西撒克逊语写的福音书，这表明在诺曼征服之前，英国人是用本族群语言

传道的，这也证明用英语出版《圣经》是有历史传统的。此后，亚伯拉罕·威尔

洛克在编辑出版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古籍时，也试图说明，比德时代的英国教会

不是罗马性质的，而是宗教改革者所追求的英国教会。C但是，古物学家在具体

论述盎格鲁—撒克逊教会时，还是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困境。马修·帕克意识到，

假如英国教会想要保存新教性质的话，最好是追溯到原始状态，因为如果只追溯

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此时的英国教会仍然是罗马性质的。再者，盎格鲁—撒

克逊时期教会的核心是修道院体系，而后者又为亨利八世所解散。D

对奥古斯丁的评价，也彰显了这一时期宗教解释的困境。在比德笔下，596 年

奥古斯丁来不列颠传教这一事件相当重要，这意味着基督教再次在不列颠取得胜

利。奥古斯丁是伟大的，受人尊敬的。E而在马修·帕克看来，奥古斯丁的传教代

表了罗马迷信，他给英国带来了偶像、圣骨等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与仪式。然而，

令人尴尬的是，马修·帕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之位，其实就源于奥古斯丁传统。F

因此，在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这一事件的解释上，古物学家无法自圆其说，为之

 A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中译本序

言”，第 3 页。 

 B   Carl T. Berkhout and Milton McC. Gatch, eds., Anglo-Saxon Scholarship: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p. 2.

 C   Carl T. Berkhout and Milton McC. Gatch, eds., Anglo-Saxon Scholarship: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p. 6.

 D   John D. Niles, The Idea of Anglo-Saxon England 1066-1901, p. 71.
 E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 108 页。

 F   John D. Niles, The Idea of Anglo-Saxon England 1066-1901,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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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宗教派别的发展与宗教冲突提供了土壤。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教廷与教

皇对不列颠教会施加的影响，相对以后来说是微弱的。这一时期国王对教会的发展

至关重要。公元 664 年惠特比会议有关复活节日期问题上的争论，坎特伯雷派之所

以胜利，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得到诺森伯利亚国王的支持。A这是英国教会民族性的

体现，可以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辩护。遗憾的是，在近代早期，限于研究的深度

与广度，古物学家还无法对此进行清晰系统的阐述。

宗教改革中另一重要事件是 1536—1540 年修道院被解散。伴随着修道院的解

散，众多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图书馆及其所藏珍贵书籍受到严重破坏。由于中世纪

只有教会人士才是“知识分子”，大多数古代书籍以及中世纪制作精美的羊皮纸书

籍，都收藏于修道院图书馆，修道院成为西欧文明的栖息地。亨利五世 1415 年建

立的西翁修道院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富有的修道院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B当

时制作书籍非常昂贵，以羊皮或者牛皮为原材料，经过复杂的加工程序先做成羊皮

纸，修士再在上面书写文字，带精美插图的手绘书籍则更为昂贵与稀罕。百年战争

期间，英国从法国王室以及修道院等处掠夺了不少古籍与手稿，许多都转入英国修

道院。但是，大多数手稿与书籍没有躲过宗教改革的浩劫。为了消除天主教会的影

响，亨利八世颁布法令，要求销毁所有天主教会书籍，严禁在王国内继续流通。古

物学家托马斯·富勒哀叹道：“许多古籍与手稿流散到欧洲大陆，为海外有识之士

购买收藏。这是英国的不幸，却是欧洲之幸运。”C此外，众多修道院建筑其实都是

珍贵的历史古物，同样也无法幸免，或被摧毁，或被变卖转让。内战期间，修道院

遭遇第二次浩劫，许多教堂遭到破坏和掠夺。那么，在疾风骤雨的宗教改革和解散

修道院运动之后，英国知识界怎样检视修道院体制和宗教改革运动？传统研究侧重

于修道院的经济与社会救济因素，特别是土地的流转，而很少涉及宗教改革运动之

后的历史，特别是古物学家对解散修道院这一历史事件的再认识与再评价。诺尔斯

指出，研究修道院史的学者对诸如托马斯·博德利（Thomas�Bodley）、罗伯特·库

顿（Robert�Cotton）、威廉·坎姆登等人关注得不多。D

修道院图书馆保存着许多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重要历史书籍与宗教书籍抄

本，它们是英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渊源，也是近代早期古物学家重新界定英国

民族性的重要史料与依据。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就派出古物学家约翰·利兰

（John�Leland）到全国各地，收集藏在修道院图书馆、教堂、私人图书馆等地的古

 A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 213—214 页。

 B   Dom David Knowles,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Vol.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43.

 C   Thomas Fuller, The 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 Vol.  , London, 1842, p. 247.
 D   Dom David Knowles, The Monastic Order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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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手稿与文献。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有趣与无奈：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是出于经济

和政治目的，他攻击修道院藏污纳垢；然而修道院的文化价值又让他不得不采取措

施，对古籍文本进行适当收藏与保护。随着宗教改革疾风骤雨般推进，越来越多的

手稿与古籍文献处于危险境地，英国学者开始抢救性地收集从修道院流散出去的珍

贵手稿。按照诺尔斯的看法，假如不是从约翰·利兰开始，也是从威廉·坎姆登时

代开始，英国古物学家开始关注修道院的古籍与古物。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众多

杰出学者辛勤地收集、抄写、编辑他们所能发现的修道院所藏文献。A在伊丽莎白

一世时期，收集整理有关修道院的手稿文献是合法的，但是，对修道院史的研究则

是敏感话题。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王位继承与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修道院在民

众心目中意味着堕落、愚昧和贪婪，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修道院

制度是英国社会的毒瘤，而不思考其文化与学术价值。这种情绪导致人们很难客观

评价修道院，如威廉·坎姆登的《不列颠尼亚》曾经涉及修道院，引起一些学者的

不满，他被迫为此道歉。

然而，修道院作为一个在欧洲社会存在了千年的组织，不可能被历史忽略。随

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气氛越来越宽松。大多数古物学家对修道院持同情态度，对修

道院生活给予积极评价。格雷厄姆·帕瑞指出：“17 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修道院史，

它是古物学家的发明。”B古物学家亨利·斯皮尔曼较早涉猎修道院史研究。1594
年，斯皮尔曼从王室承租人手中购买了布莱克堡与沃姆盖修道院的租赁权，但是

这笔生意并不顺利，斯皮尔曼卷入诉讼之中，直到 1625 年才解决。这让斯皮尔曼

意识到，介入宗教事务会引发不幸后果。C1613 年，他出版《教会不可亵渎》（De 
Non Temerandis Ecclesiis）一书，关注教会财产的地位与神圣性。D他的另一本书

《渎圣的历史与结果》指出，觊觎及侵占教会财产必将受到报应。正如波考克所说：

“他逐渐确信，解散修道院的过程是渎圣的，他写了很多东西来展示英格兰所遭遇

的作为该解散过程之后果的神的不悦的效应。他给出很多占取修道院地产的家族后

来堕落的臭名昭著的例证。”E由于该书论点敏感，在他生前并未出版，直到 1698
年才正式出版。但是，该书手稿被借阅与流传，引起强烈反响，以至于许多新教徒

都产生了返还教会与修道院财产的想法。按照 R.�H. 托尼的说法，晚至 17 世纪，仍

然有这样的传说，即修道院地产的受让人三代内绝嗣。F

 A   Dom David Knowles, The Monastic Order in England,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p. 17.
 B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10.
 C   Henry Spelman, The History and Fate of Sacrilege, London, 1698, pp. 245-247.
 D   参见 Henry Spelman, The English Works of Sir Henry Spelman, London, 1723, p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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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弗（John�Weever）是另一位较早研究教会与修道院历史的古物学家。

他从 1599 年就对墓碑与墓志铭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接下来的 30 余年里，约翰·韦

弗游历不列颠各地与欧陆各国，收集了大量铭文。1631 年约翰·韦弗出版《古代

丧葬纪念碑》一书，这是第一部详细研究英国教会墓碑与墓志铭的著作，该书考察

了坎特伯雷、伦敦、诺维奇和罗切斯特等四个主教区的千余份铭文，为以后的修道

院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1640 年，威廉·萨姆纳写成《坎特伯雷古物》，这是有关

修道院历史的第一部正式著作。A此后，修道院建筑也引起许多古物学家的兴趣，

并由此逐渐扩展到对修道院组织机制的研究。1655 年，托马斯·富勒的《不列颠

教会史》出版，该书叙述了从耶稣出生到 1648 年的不列颠教会历史。该书第六部

分详细叙述了修道院的发展历程、重要人物、纹章、规章制度、管理机构、议会席

位、救济与济贫等内容。虽然该书遭到当时新教学者的批评，但是后人对该书评价

颇高，J.�W. 汤普森盛赞该书是“这个世纪最好的历史著作之一”。B

此外，方志也收录了各地修道院的基本信息。如威廉·兰巴德 1576 年出版的

《肯特郡志》，就简要列举了肯特郡修道院的情况；C威廉·布顿1622年出版的《莱

斯特郡志》也涉及本郡修道院的内容。D残缺的修道院建筑及其背后的各种传奇

故事，自然激发古物学家无尽的思绪和历史沧桑感。威尔特郡古物学家及方志史家

约翰·奥布里无限感慨地写道：“原来埋葬国王与显贵的教堂唱经楼，现在杂草丛

生。”E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渊源，方志史家成为研究修道院史的重要力量。当然，

方志所叙述的修道院，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有研究者指出：“威廉·布顿的

研究未注意到修道院在中世纪经济与景观中的重要性。”F《沃里克郡古物》的作者

威廉·达格代尔是英国修道院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格雷厄姆·帕瑞认为：“在英

国，威廉·达格代尔的修道院知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G威廉·达格代尔的《英

格兰修道院史》详细记述了众多英国修道院的发展历史以及土地捐赠情况，并完整

列出有关修道院的特许状。他以特许状为第一手史料，进行中世纪史的书写，开创

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在探讨修道院权力来源的基础上，阐述修道院的重要性。这

是解散修道院运动之后，英国学界对修道院价值的重新思考，为后来的修道院史研

 A   Graham Parry, The Trophies of Time, p. 11.
 B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2, p. 634.
 C   William Lambarde, A Perambulation of Kent, pp. 57-58.
 D   William Burton, The Description of Leicestershire, Leicester, 1777, p. 296.
 E   John Aubrey, Wiltshire, London: Longman and Co., 1862, p. 255.
 F   Christopher Dyer and Catherine Richardson, eds., William Dugdale, Historian: His Life, His 

Writings and His County, 1605-1686,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9, p. 16.
 G   Christopher Dyer and Catherine Richardson, eds., William Dugdale, Historian: His Life, His  

Writings and His County, 1605-1686,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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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1695 年，托马斯·坦纳的《修道院记录簿》

出版，成为修道院研究的总结性作品。他的弟弟约翰·坦纳解释道：“该书不是为

了评论修道院的情况，或者为它的衰落悲哀，而是为了所有古物爱好者，给曾经在

我们王国扮演重要角色的修道院一个概述与说明。”A

由此，在古物学家的努力建构下，修道院不再意味着无知与迷信，而是一个复

杂的社会机构，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代表着虔诚与知识，宗教改革时期解散修道

院对英国文化的传承是巨大损失。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古物学家对修道院的评

价不涉及根本教义的分歧，毕竟新的时代是新教的时代。

结    论

古物研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考证与复原，古物学家更不是远离时代、不食人间

烟火的怪人。有学者认为，古物学家不强调历史的政治功能，只是超然地求真，B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求真求实是这一时期古物学家共有的特征，实地考察、田野

调查、查阅文献档案等，都体现了古物学家的研究风格。但是，古物学家不可能超

然于自己的民族与时代，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他们对民族认同的构建

作出了突出贡献。

到 17 世纪末，不论是新教信仰，还是天主教信仰，甚至是流亡国外的古物学

家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即作为日耳曼人一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坚毅的品

质，充满活力与勇气，是一股复兴的力量，撒克逊因素（而不是不列颠人或者罗马

因素）是英国族群的本质属性。正是在对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英

国人才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他们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界定他们与欧洲

大陆的关系时，他们以往侧重于封建关系或者是宗教因素，现在更关注族群属性。

对于那些在族群属性和宗教信仰方面更为接近的人，英国人自然觉得更容易接纳。

奈尔斯指出，这正是英国人接受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以及后来的英国汉诺威

王朝的原因。C因为这些所谓的外来者，都有着日耳曼人的血统。而那些与海峡对

岸天主教法国关系密切的英国君主，自然就得不到英国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在近代早期古物学家有关民族认同研究的基础上，19 世纪的英国学术界正式

形成了“撒克逊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约翰·肯布尔与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肯布尔的《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一书研究了盎格鲁—撒克逊先辈公共与

 A   Thomas Tanner, Notitia Monastica, London, 1744, preface, p. 8.
 B   J. G. A. 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 17 世纪历史思想研究》，“中文版序言”，

第 2 页。 

 C   John D. Niles, The Idea of Anglo-Saxon England 1066-1901,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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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所根植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机制。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童

年时代的历史，也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成年时代的解释。A古奇指出：肯布尔

认为英国人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继承了最高贵的部分，现在的英国人与祖先之

间保持了惊人的相似性；他的著作充满着日耳曼主义精神。B19 世纪，随着英帝

国的形成，英美文化强势登场。“撒克逊主义学派”的知识分子不再如其先辈那样

小心谨慎地赞美撒克逊传统的纯洁性，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日耳曼精神以及日耳曼

文化的优越性。

英国古物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方志的编纂交织在一起，奠定了近代早

期古物研究的重要范式。琼·埃文斯指出，英国的古物研究主要集中于郡史、盎格

鲁—撒克逊研究以及墓志铭。C方志是文本，涉及本地区地理、自然、历史、习俗、

经济、社会以及古物等诸多因素。从本质上来讲，古物是有关具体知识的学问，同

时也是有关地方知识的学问。因此，古物研究与地方认同密切相关，地方的古物古

迹以及历史名人，都可以增强地方认同感。而且，地方史研究的热情受到爱国主义

的推动。人们意识到，只有通过辨别地方传统与文献，才能够书写可信的民族国家

史。D�面对新的时代，如何重新认识并建构本民族的历史，是摆在包括方志史家

与古物学家在内的英国学者面前的重要命题。正是在这些方面，方志编纂与古物研

究契合起来。近代早期英国出现“乡绅修志”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与近代

早期的古物研究运动交织在一起。古物研究的进展促进了方志的编纂，而方志的书

写为古物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作者陈日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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